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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人格权的民法表达

邹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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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格权概念的不确定性，对人格权的民法表达有重大影响。在民法典上，人格权的民法

表达未呈规范体系化而是碎片化，这是科学表达内容和范围不确定的人格权之最有效方法。人格权

的民法表达目的不是为了建构规范体系，也不是实现人格权的民事权利化，仅在于将自然人的固有人

格利益纳入“民事权益”范围而受到民法的保护。人格权的民法表达应当体现人格权的固有性、专属

性以及排除妨碍性特征。不具有专属性特征的姓名权和肖像权，以及不具有固有性特征的法人人格

权，虽为民事权利但非人格权。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与人格权无关，人格权的民法表达不应介入与

自然人的人格利益有关的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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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权及其民法理论始创于德国。如今，人格权的民法表达，即人格权的民法理论以及民法上的

人格权规范构造，已成为大陆法系民法理论和民法制度中的独特现象，亦为我国民法理论和民事权利

保护制度建构的重大问题之一。随着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人格权在民法典中应当以及如何进行规定，

更成为我国民法学的前沿问题而被重量级的学术刊物反复提及。就人格权的民法表达而言，不论是

基于人格权的立法论抑或解释论，我国学者的理论研究范式多多少少都带有“自说自话”的色彩，在人

格权的民法表达方面远未形成共识。人格权的民法表达作为一种理论，要讲究科学性; 但作为一种法

律工具，不但要讲究科学性而且要讲究技术性。

一、人格权的民法表达现状

在世界范围内，有人格权，就有人格权的民法表达。学说上关于人格权及其相关民法制度的讨

论，多出现在法典化的大陆法系民法学中; 而相同或类似问题的讨论，却少见于英美法系的私法理论。
法国、德国、瑞士以及日本等传统大陆法国家的民法( 典) 均没有正式使用人格权这一概念。新生代民

法，如埃塞俄比亚民法、越南民法以及俄罗斯民法等，同样没有在其法典中正式使用人格权。再者，在

这些法典中，更缺乏直接和完整表述人格权的规范，相应地也就没有建构以人格权为轴心且相对独立

的“人格权法”。人格权及其保护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始终存在于这些法典中，但更多地则表现在民法

学说和司法实务上。〔1〕 例如，《德国民法典》规定了自然人的姓名权，〔2〕学者称其为德国民法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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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
参见［法］让·米歇尔·布律格耶尔:《人格权与民法典———人格权的概念和范围》，载《法学杂志》2011 第 1 期。
参见《德国民法典》第 12 条。德国民法上“姓名”的权利化与“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的非权利化之法律处理技术的差别，反

映出两者在与人的关系问题上的法律判断的差异，姓名与人的本体的距离要远于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成为外在于人的事

物。在这个意义上，德国民法规定的姓名权与自然人的人格因素有关，但与人的尊严无法相提并论。



“特别人格权”。〔3〕 然而，德国民法对人格权的保护，则主要围绕《民法典》第 823 条规定的人格利益

和其他受保护的权利展开，并经过司法实务创设了一般人格权。总体而言，在已有的民法典中，人格

权的民法表达在民法典中是碎片化的。
民法典中的人格权规范，散见于民法典的总则以及相关的分则部分，主要是对人格权的确认和保

护作出的宣示性表达。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人格权规范的碎片化，以至于到目前都难以在民法典

中消除人格权规范的碎片化状态以实现对人格权的民法表达的体系化? 现有研究就其成因提供了许

多线索，〔4〕而且也较深入地涉及到了复杂且处于纠结状态的法哲学和社会伦理命题，〔5〕但结论多少

都让人觉得不怎么靠谱。必须承认的是，在民法制度的建构上向来都不缺乏理论支撑，人格权问题也

是一样的。尤其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格权问题被人们提升到优于财产性权利的地位，日益

受到司法实务等社会各界的重视，形成了人格权保护扩张情形下的“造权”冲动，〔6〕呈现出加速推进

人格权及其保护制度发展的趋势。然而，人格权的民法表达之法状态仍没有什么改观，至多是对人格

权规范的碎片化有所增补，能否在概念和制度构成上形成得以同物权法或债权法相提并论的“人格权

法”，答案仍然未知。
人格权的民法表达的规范碎片化状态，成因或许相当复杂以至经历了百余年的梳理，仍然难以解

释清楚; 原因或许十分简单以至于人们都不愿意承认。既有事实表明，《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因为对

人格权的“确定性”存疑而无法给一般人格权“划界”，如自然人的尊严，以至在法典中没有规定一般

人格权。〔7〕 如此一来，德国民法只能选择部分人格利益并将之法定为“特别人格权”，诸如姓名权、著
作人身权、肖像权以及数据保护 4 种，〔8〕这些类型化的权利只好零散地表述在德国民法中，但它们是

名副其实的民事权利。对于自然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这些人格利益，虽然其指向清楚而基本

可以确定这些人格利益的边界，但因缺乏将其法定为民事权利的方法，德国民法始终未将其作为“特

别人格权”对待，而是将之表述为侵权行为法保护的“法益”。〔9〕 德国民法上的人格权，是由民法典已

经表述的特定人格利益( 自然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 、民法典规定的“特别人格权”和其他权利

形成的混合体。人格权作为诸多利益和权利的混合体，人们无法从中抽象出能够反映人格权本质且

又能准确表达人格权边界的概念，因此人格权一开始就成为一个模糊的、内容不确定的概念。经德国

法院的实践而创设的“一般人格权”，虽可以表述为受尊重的权利、言论不受侵犯的权利以及不容他人

干预私生活或隐私的权利，但仍然无法对之划定一个明确和无争议的界限。〔10〕 到如今，人格权概念

的不确定性在德国民法上仍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其他国家如法国、日本的民法( 典) 所表达的人格权，

情形也基本相近或类似。在成文法上，概念是法典所规范的事项得以形成制度和体系的基础，人格权

概念甚至其类型的不确定性使得人格权规范在概念高度抽象且结构严谨的民法典中难以有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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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 上) ，王晓晔、邵建东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6 页。
参见尹田:《论人格权的本质———兼论我国民法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载《法学研究》2003 年第 4 期; 马俊驹、张翔:《人格权

的理论基础及其立法体例》，载《法学研究》2004 年第 6 期。
参见曾凡昌:《西方人格权发展的历史线索及其启示》，载《现代法学》2011 年第 2 期。
例如，德国法院以《基本法》第 1 条和第 2 条、《德国民法典》第 823 条为基础而创设了“一般人格权”。参见［德］迪特尔·梅迪

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06 － 807 页。《法国民法典》先后补充规定有“私人生活得到尊重

的权利”、“应得到无罪推定的权利”、“身体得到保护的权利”等。参见［法］让·米歇尔·布律格耶尔: 《人格权与民法典———
人格权的概念和范围》，载《法学杂志》2011 第 1 期。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 上) ，王晓晔、邵建东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2 页。林来梵、骆正言:《宪法

上的人格权》，载《法学家》2008 年第 5 期。
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07、800 － 803 页。
参见《德国民法典》第 823 条第 1 款。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 上) ，王晓晔、邵建东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1 页。



人们在使用人格权这一概念时又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人格权几乎成为诸多人身非财产性权利和利益

的代名词。与其说人格权是一个法律概念倒不如说其更像一个伞形术语，足以容纳与人格利益有关

的所有权利和利益，而不论这些权利或者利益相互间是否彼此依存、性质上是否相同。在人格权概念

或其类型难以确定的情形下，民法典不可能以民事权利的法定来构造人格权受保护的制度体系。因

此，民法对人格权的碎片化规定是人格权概念的不确定性造成的。民法典难以利用民事权利法定主

义的制度工具，实现对人格权在种类、内容、权利的享有和变动、权利消灭以及权利救济的体系化规

定。人格权概念的不确定性促使民法典将许多具体的人格利益法定为民事权利，但立法技术上仍难

以实现人格权整体向民事权利体系的融入，至今都难以改变民法表达人格权的规范碎片化命运。
在新生代民法上，人格权规范仍然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11〕 例如，关于“人身权”或者“人格权”，

《越南民法典》〔12〕和《埃塞俄比亚民法典》〔13〕都有相对集中的规定。暂且不论这些新生代民法典的集

中规定在立法技术上的科学性，只是观察这些法典所规定的与人格利益有关的权利类型，就不难发现

其人格权规范相互间联系松散，而且在权利类型的选择上存在很大差异。例如，越南民法规定的诸如

确定民族权、国籍权、劳动权、自由经营权、自由创造权，就不曾见于埃塞俄比亚民法; 而后者更加关注

的则是自然人由“宪法所保障的人格权和自由权”，强调了民法上的人格权与宪法上规定的人格权之

间的联系。〔14〕 这些新生代民法中的人格权规范，绝大多数仍然为宣示性条款，充其量只是对人格权

的“类型化”作了一些更细致的表述，仍不足以形成确定人格权的概念及其边界的普适标准，仍然继续

维持着人格权的民法表达的碎片化状态。在这些法典中，立法者选择应受保护的人格利益并将之集

中规定，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形式上的集中并无助于消除人格权规范实质上的碎片化状态。在这

些新生代民法中，人格权仍然没有摆脱其伞形术语的命运。总之，人格权概念的不确定性阻碍了这些

新生代民法建构制度体系相对完整的“人格权法”，人格权的民法表达在这些法典上仍旧走在规范碎

片化的老路上。
我国《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一章( 第 5 章) 中单设“人身权”一节( 第 4 节) ，在“人身权”一节

中，用 8 个条文对人身权作了较为系统和集中的规定; 在“公民”( 第 2 章) 和“法人”( 第 3 章) 、“民事

责任”( 第 6 章) 中，也有许多涉及人身权的确认和保护的规定。在一个基本法中，规定如此众多的人

格权条文，这在世界各国民事立法中是罕见的; 将人身权与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并列作出规定，是一

个重大的体系突破。〔15〕《民法通则》对我国的私法制度建设尤其是自然人的人格利益的保护具有划

时代意义。但是，《民法通则》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如果说立法者当时就有以人格权统摄《民法通

则》所规定的部分“民事权利”之意图，那不是事实。特别是，《民法通则》的上述规定列举的“人身权

利”，并非都是性质相同的权利。如生命健康权、尊严以及名誉权并不是真正的民事权利，民事权利仅

有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民法通则》虽在同一节中规定上述权利，但在法技术上不讲究这些权利

的表达位序和逻辑，甚至对其他涉及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如隐私，都未加以表述。此外，《民法通

则》在规定这些权利时，更没有在这些权利之间构建实质性的联系。故《民法通则》对人格权虽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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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民法典》第二编“自然人的人身非财产权利”将人格权规范“独立成编”，有其特点，强调人身非财产权利的非经济性、专
属性、自然人对这些权利的终身享有( 第 269 条) 以及人身非财产权利的类型开放性( 第 270 条) 。但就整编的内容为观察，不难

发现其规定的人身非财产权利多为宣示性条款，并糅杂进大量的仅仅与人格利益沾边的内容，如虚假信息的反驳( 第 277 条) 、
获得医疗服务的权利( 第 284 条) 、健康状况知悉权( 第 285 条) 、保持健康秘密的权利( 第 286 条) 、医疗期间的会见权( 第 287
条) 、捐赠器官的权利( 第 290 条) 等。《乌克兰民法典》第二编依然是一个拼盘式的人格权规范组合。
参见徐国栋主编:《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吴尚芝译，卢蔚秋校，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 页。
参见徐国栋主编:《埃塞俄比亚民法典》，薛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6 页。
《乌克兰民法典》第 270 条特别强调民法上的人格权之宪法依据。
参见王利明:《我国民法典中的人格权制度的构建》，载《法学家》2003 年第 4 期。



上的集中规定但缺乏自成体系的价值中枢，仍表现为人格权规范的碎片化状态。
我国主流民法观点将《民法通则》规定的部分“人身权”定性为人格权，充其量只是以人格权概括

表述《民法通则》规定的人身权而已。对于人格权的认识，我国民法理论虽有近 30 年的争论并提出了

诸多独特的观点，如人格权不是民事权利而是宪法性权利，〔16〕人格权概念的确立以人的伦理价值外

在化为前提，〔17〕人格权的概念是对某些具体人格权进行抽象概括而提炼出来的，也是为了在民法的

权利体系中与物权、债权等相区分而提出的，〔18〕等等，但人格权概念应当表达的内容及其范围，却远

未取得社会各方面的承认或接受。
在我国现阶段，人格权的民法表达与其说是一个立法或者实务的价值判断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

理论认识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的人格权之民法表达，虽在我国民法上尚缺相应的规范论据，通过

域外法的比较研究来解释我国的人格权的民法表达之“实然”和“应然”状态，因为缺乏比较和讨论人

格权的共同观念平台，实际上也不怎么靠谱。在没有消除人格权规范的碎片化状态的成因之前，不具

备条件去设想人格权的民法表达之体系化发展趋势。这就是说，民法典如何表达人格权概念的不确

定性，规范碎片化或许是相对科学的方法，作为规范人格权概念不确定性的法律工具或许也是更有效的。

二、人格权的民法表达目的

人格权的民法表达目的，在于明确人格权的民法表达的正当性理由。民法表达人格权的目的是

赋予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受私法保护的效果，即以人格权规范将自然人应受保护的人格利益纳入

民法规定的“民事权益”〔19〕领域，以使其切实受到民法的保护。在民法上，人格权只是一种同质于自

然人的人格利益的“私权”。自然人“人之为人”不可或缺的人格利益，为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常

表现为人的尊严、生命、自由、平等、生存( 安全) 、身体、健康、名誉和隐私。所有这些人格利益，不论其

结构简单抑或复杂，都有边界模糊的问题存在。人格权的民法表达不是要消除人格利益的模糊边界，

而是要将无法消除模糊边界的人格利益表达为受民法保护的“私权”。“人格权也需要通过法定的权

利来保障。在民法中规定人格权，详细地确认其内涵、外延及保护方法等，并没有因此削弱其神圣权

利的性质，相反能更好地保护人格权。从应然和实证关系的角度看，人格权是一个不断被‘发现’的权

利，人类社会越发展，法治国家越成熟，人们对于人格权的理解就越充分、丰富，人格权实际上是与人

类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相适应，是一定的文明程度、文化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的法律表达，是一个

永远开放，不能穷尽的观念与价值范畴。”〔20〕

民法典对人格权予以“民事权利”的规定，只是人格权的民法表达方法之一。民法典如何规定人

格权，应当以人格利益应否以及如何受民法保护的状态相关，而与民法典采用什么样的结构形式规定

人格权没有必然的关系。如前所述，人格权概念具有不确定性，人格权的民法表达只能表现为规范碎

片化。但是，这样的表达形式并非人格权的民法表达之局限性，亦非人格权的民法表达之缺陷或短

板，其恰恰是民法表达人格利益受民法保护的工具之优势，将不能在民事权利体系中准确、完整表达

的人格利益，都能纳入民法保护的“民事权益”范围。这就是说，人格权的民法表达未采用相对独立的

规范体系或结构，并不影响而且也不会妨碍立法者依照人类良知和社会伦理将其发现并能够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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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尹田:《论人格权的本质———兼论我国民法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载《法学研究》2003 年第 4 期。
参见马俊驹:《关于人格权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载《法学杂志》2007 年第 5 期。
李新天:《对人格权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载《法学评论》2009 年第 1 期。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2 条使用了较民事权利范围更广的“民事权益”一词。
曾凡昌:《西方人格权发展的历史线索及其启示》，载《现代法学》2011 年第 2 期。



具体人格利益纳入民法领域而加以保护。人格权规范的碎片化是民法典对人格权概念的不确定性的

科学表达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人格权的民法表达，不以形成相对独立或“形式完整”的人格权规范为

目的，仅以实现民法对人格利益的保护为目的。
人格权不是我国民法理论独创和专用的概念。除民法外，其他法律理论( 包括宪法) 也都会涉及

人格权及其保护的问题，人们在民法之外也广泛使用着人格权这一概念。在不同的法律领域，以同一

用语表达相同或者类似的法律概念是有可能而且也是必要的，法律概念为“统一地和一致地调整或处

理相同或基本相似的现象奠定了基础”，“可以被视为是用来以一种简略的方式辨识那些具有相同或

共同要素的典型情形的工作性工具”。〔21〕 但就人格权而言，因为人格权概念的不确定性，人们在不同

的法律领域使用的人格权是否表达了相同的含义，则要具体分析。
当讨论民法规定的人格权时，必涉及德国 1949 年颁布的《基本法》第 1 条( “人格尊严”条款) 和

第 2 条( “自由发展人格的权利”条款) 。“德国基本法中的基本权利规定同时也是一种客现价值秩

序，其作为宪法上的基本决定而对所有法领域发生效力。”〔22〕故有学者认为，德国《基本法》的上述规

定构筑了德国“人格权法”理论的基石，并开启了将人格尊严这一伦理价值实证化的立法先河，对世界

“人格权法”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23〕 依此表述，似乎没有区分宪法规定的人格权与民法上的人格

权之必要，二者具有相同的法律含义，而宪法规定的人格权使得人格权的民法保护和发展平台更加广

阔。但这是否意味着人格权的宪法表达使人格权的民法表达失去意义，并可以宪法上的人格权替代

民法上的人格权? 有学者断言，人格权在本质上为宪法上的权利而非民事权利，人格权的地位高于民

事权利，人格权应该是宪法赋予的一切人的基本权利，民法的任务仅在于用产生损害赔偿之债的方式

对之予以私法领域的法律保护。民法典应当从“保护”之角度出发而非从“设权”之角度出发，对一般

人格权与各具体人格权作出规定。〔24〕

事实上，人格权的民法表达在先，宪法规定的人格权出现在后。相比德国民法理论提出的人格权

和德国《民法典》规定的特别人格权，德国《基本法》的上述规定晚了半个世纪。宪法规定的人格权是

否具有优于或者取代人格权的民法表达之效用，仍然值得讨论。〔25〕 除此以外，有两个基本事实应当

引起注意: 其一，德国《基本法》就“人格尊严”和“自由发展人格的权利”所作规定，并不具有创设私法

上的“民事权利”的价值。在宪法理论上，宪法规范对人格权的表达，仅在于宣示“人格尊严”和“自由

发展人格的权利”是一种国家都不得侵害而且还有义务确保其不受妨碍的公共秩序，其所要处理的关

系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此与民法所面对的私人领域的关系完全不同。德国《基本法》没有而且

也不可能为自然人的人格利益之民法保护提供依据。故法院不得不在《基本法》的规定之外通过解释

方法的运用，发展形成受民法保护的“一般人格权”。德国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并非德国《基本法》
所表达的人格权。〔26〕 其二，德国《基本法》就“人格尊严”和“自由发展人格的权利”所为规定具有特

定目的，即“《基本法》强调保护人的尊严，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统治时期践踏人类尊严行为的回应”。〔27〕

德国民法上的人格权则不具有这样的特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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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26〕

〔27〕

［美］E． 博登海默:《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01 页。
转引自王利明:《人格权法中的人格尊严价值及其实现》，载《清华法学》2013 年第 5 期。
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中的人格尊严价值及其实现》，载《清华法学》2013 年第 5 期。
参见尹田:《论人格权的本质———兼论我国民法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载《法学研究》2003 年第 4 期。
“正是人格权固有的宪法性质，阻却了各国民法典编纂者对人格权作出正面的赋权性规定并将之独立成编的任何企图。”尹田:

《论人格权的本质———兼论我国民法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载《法学研究》2003 年第 4 期。人格权的宪法规定和民法中的人

格权规范碎片化之间难言存在因果关系。
参见姚辉、周云涛:《关于民事权利的宪法学思维———以一般人格权为对象的观察》，载《浙江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 期。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8 页。



以上两个事实表明，宪法规定的人格权与民法上的人格权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权利”或“利益”。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理解，宪法规定的人格权不是民法规定的“私权利”或者“民事权利”，其

与《德国民法典》第 12 条所规定的姓名权( 特别人格权) 更有本质的差别。从这些事实中无法得出结

论: 人格权不是民法上的“权利”而仅是宪法上的权利。德国法院创设的一般人格权是通过解释德国

《基本法》的“人格尊严”与“人格平等”的保护性规定并经由法院创设的人格权，属于《德国民法典》第

823 条第 1 款所称的“其他权利”中的“框架性的权利”。〔28〕 这就是说，经由宪法规范表达的人格权，

未经民法表达是难以受到民法保护的。人格权的民法表达是人格权获得受民法保护之地位的工具。
因此，对于自然人的人格利益，不论宪法规范或者其他法律是否有所规定，若要受到民法的保护，

应当经由民法表达而将自然人的人格利益“法定”为受民法保护的利益; 未经民法表达的人格利益，是

不受民法保护的。人格尊严的宪法规范只是在宣示一种公共秩序而并不具有创设民事权利的效果，

将宪法规范表达的人格权等同于民法上的人格权，多少都是不严谨的。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2 条规

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
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
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上述规定使用“民事权益”一词，就是民法对受

民法保护的民事权利和利益的科学表达，十分精准地揭示了民法所保护的“权益”之性质。〔29〕 不论人

格权是否为宪法所规定之权利或者公共秩序，都有经由民法规范的技术性安排而规定为受民法保护

的利益之可能甚至必要。

三、人格权的民法表达方法

人格权在民法上的概念具有不确定性。人格权概念的不确定，主要是指自然人的人格利益的边

界不清晰而无法穷尽所有应受保护的人格利益。人格权的民法表达就是要在边界不清晰的人格利益

中，发现和确认应受保护的人格利益。
民法上的权利具有确定的概念。确定的概念是指概念的特征已经被穷尽地列举，而且它所列举

的特征属于在该概念的涵摄上所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将一个具体事项涵摄于某

一概念下的充分必要条件。至于哪些特征是必不可少的、不可替代的，其取舍取决于创设该概念的目

的性的考虑。〔30〕 就人格权而言，人们无法穷尽地列举人格权不可或缺的特征，以致无法形成人格权

的确定概念。或许德国民法学者已经放弃要将人格权概念确定化的尝试，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不可

能的事情，德国民法并无任何意图要建构相对独立并成体系的“人格权法”。民法表达人格权的基本

方法是将自然人应受民法保护的固有人格利益类型化或具体化。
关于人格权的民法表达方式，我国民法理论主张民法典应当规定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有

观点主张，仅自然人有人格权，民法应以自然人的自由、安全和人格尊严表达一般人格权，而具体人格

权则应当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隐私权等。〔31〕 另有观点主张，人格

权为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类型，自然人和法人均有人格权。民法典应当将自然人的人格尊严、人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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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和人格自由表达为一般人格权，而将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信用

权、荣誉权、自由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表达为具体人格权。〔32〕 由上述可知，学者对于民法表达的

人格权类型仍然是存在较大分歧的，分歧仍然来自人格权概念的不确定性。人格权概念的不确定性，

将决定人格权的民法表达方式，尤其是对于人格权可否借助民法特有的民事权利构造工具实现受民

法保护的目的具有决定性作用。
我国民法理论以人格权为民事权利的先验性结论，来解释和构造民法中的人格权规范。“人格权

是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类型。”〔33〕但是，《民法通则》有关人身权的集中规定，因为缺乏人格权规范自

成体系的价值中枢，仍表现为人格权规范的碎片化。人格权规范的碎片化同时表明，人格权至多可以

表述为《民法通则》规定受保护的多种形态之人格利益或民事权利的集合。仅以人格权概括民法规定

的有关人格利益和人身权利，而不对其具体权利或利益进行性质上的区分，是无法消除人格权概念的

不确定性的。正如一位法国学者对法国民法上的人格权作出的评价，从实体内容上看，通过权利的不

断叠加，人格权出现在《法国民法典》中，但立法者却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要对人格权的概念进行界

定; 在这些权利当中，很难观察出一种真正的人格权的理论。〔34〕 几乎相同的情形，同样发生在我国。
从我国《民法通则》第 5 章有关“人身权”的规定中，除法定的姓名权、肖像权是名副其实的民事权利

外，其他如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隐私权、名誉权以及人格尊严等具体人格权，虽有可以基本确定的

内涵，但其是否属于我国民法规定的民事权利? 将上述权利和利益归集在一起，是否就相等于人格

权? 对此问题作肯定回答，估计没有那么简单。否则，人们对人格权的争论就不会这样长期持续着。
人类社会对于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的认识是无止境的，人格权概念的不确定性恐怕真的是一个无

解的命题，人格权规范难以承载超出原则规定外的更多内容而不具有“独立成编”的条件，但这并不会

影响人格权的民法表达方式。
人格权的民法表达方法，应当以人格权的必要特征为基础。对于人格权的特征而言，我们虽不能

穷尽人格权的全部特征，但仍能归纳出人格权区别于民事权利的必要特征，以相对固定人格权的范

围，这样就可以实现人格权的民法表达。一般而言，固有性、专属性和排除妨碍性为人格权所具有的

必要特征。
人格权是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人格权通常被表述为“人之为人”固有的，并以维护“人之为

人”的全部要素的权利。〔35〕 在这里，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多为具体人格利益，如人的尊严、生命、自
由、平等、生存( 安全) 、身体、健康、名誉和隐私等，其相互间呈现依存的状态。这些固有人格利益是自

然人作为法律上的主体具有的内生性伦理价值，缺乏将其外化为权利客体的正当理由，以及将这些利

益真正外化为权利客体的法律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人格权根本就不可能是民法规定或创设的民事

权利。因此，人格权的民法表达并不需要将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法定为民事权利。
人格权为自然人的专属权利。人格权以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为其内容，虽可以体现为人的尊

严、生命、自由、平等、生存( 安全) 、身体、健康、名誉和隐私等诸种利益，但所有这些利益都无法脱离自

然人的人格而独立存在。人格权是与自然人的人格不可分离的权利和利益。人格权的专属性表明自

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不得和他人分享，其专属性不会因为人格权的具体表现形式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因此，人格权的专属性为民法表达人格权的固有内容，人格权的民法表达在内容上不得有悖于人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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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1 － 55 页。
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19 条。
参见［法］让·米歇尔·布律格耶尔:《人格权与民法典———人格权的概念和范围》，载《法学杂志》2011 第 1 期。
尹田:《论法人人格权》，载《法学研究》2004 年第 4 期。



的专属性。
人格权为自然人排除他人一切妨碍的权利。在我国民法理论上，为了说明人格权为一种民事权

利，多将人格权表述为支配权。需要注意的是，支配权为民事权利的一种类型，表现为人对权利客体

的支配，而人格权恰恰不具有权利客体，当无支配性可言。有学者言，生命权、身体权、自由权等人格

权，非直接支配自己之生命、身体、自由等人格之全部或一部分之权利，此等权利之内容，在不被他人

侵害而享受生命、身体之安全、活动之自由。〔36〕 事实上，人格权之所以受到法律保护，并不在于其是

否为支配权，而仅在于人格权所具有的排除妨碍性。这就是说，人格权的民法表达无须关注人格权是

否具有利益支配的功能，应当特别凸显的内容则在于人格权不受非法侵害。因此，人格权的民法表达

应以排除妨碍性将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纳入民法保护的范围为必要。
人格权的固有性、专属性和排除妨碍性，作为人格权的必要特征，使得人格权不仅区别于民事权

利，而且超然于民事权利体系而存在，民法对人格权的表达应当体现出这些特征。这样，人格权又成

为民法表达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的法律工具。人格权的享有不取决于民法的规定，因其固有性而

源于自然人的出生、失于自然人的死亡; 人格权因其专属性而不得转让、处分、抛弃以及继承，并因其

排除妨碍性而受民法的保护。人格权虽可以体现为自然人的尊严、生命、自由、平等、生存( 安全) 、身
体、健康、名誉和隐私等具体人格利益，但因其概念的不确定性而呈现出具体人格利益的开放性。人

格权的民法表达有区分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的必要，但这种区分仍应当以人格权的固有性、专属

性和排除妨碍性为基础。因人格利益的扩张而衍生的、不失固有性和专属性的人格利益，仍为人格权

的组成部分; 否则，不得以人格权论。例如，民法上的姓名权和肖像权不应当以人格权论。人格权的

民法表达若不能坚守人格权的上述必要特征，就会发生以民事权利统摄人格权而下移人格权位阶之

现象，形成混淆人格权与民事权利的理论误区。例如，以权利法定主义的逻辑( 人格权是民法规定的

权利) 替代人格权的固有性，以人格利益的外在化逻辑( 某些人格利益外化为权利客体) 缓和人格权的

专属性，以人格权为支配权的逻辑定性人格权的民事权利性质等。
姓名、肖像作为自然人的人格利益或其外在化形式，是否属于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是可以讨

论的。民法规定的姓名权、肖像权，有自然人的人格利益外化后的载体，如姓名、肖像、形象等。这些

载体所表达的人格利益，均为自然人后天取得的利益，还可以与自然人的人格( 主体地位) 发生分离，

其存在更不以公共秩序为必要，已成为民事权利支配的客体。姓名是自然人相互间进行识别的符号

或标记。“姓名包括自然人的正式姓名、笔名、艺名、字、号、别名、职务称呼、民间习惯称呼、绰号及互

联网用名等。”〔37〕自然人对其姓名享有的权利在排除妨碍性上呈现日益弱化的趋势。肖像为自然人

的外在形象，也主要起识别自然人的作用，以之为客体的肖像权有支配性和收益性，对肖像权的保护

与其说是保护自然人的精神利益不如说是保护其财产利益〔38〕。因此，自然人的姓名、肖像不同于自

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将姓名权和肖像权称为人格权，客观上有夸大其维护自然人人格利益作用的

嫌疑。
姓名权和肖像权是民事权利法定主义的产物。姓名权、肖像权具有民事权利的特点或属性: 绝对

性、支配性和排除妨碍性。以民事权利表达的姓名权和肖像权，通过权利法定主义的工具固定其内

容，属于封闭性权利，内涵和外延确定，权利边界清晰，民法权利体系可以对之予以清晰的表达。人格

权所承载之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并非真正的民事权利而是一种公共秩序。人格权概念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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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龙显铭:《私法上人格权之保护》，中华书局 1937 年版，第 2 页。
张善斌、冯兴俊:《姓名权财产利益的法律保护》，载《法商研究》2002 年第 4 期。
我国《民法通则》第 100 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性，以及民法缺乏对人格权予以划界的有效法律工具，使得人格权具有开放性，这是民法典无法以法

定主义对待人格权的重要原因。将自然人的姓名权、肖像权和人格权作同质化处理，在人格权的民法

表达方式上混淆了姓名权、肖像权概念的确定性逻辑与人格权概念的不确定性逻辑; 以此为基础建构

相对独立和完整的“人格权法”制度或体系，在民法表达的科学性与技术性上都会有所不足。人格权

具有的公共秩序属性，非经民法表达，无法彰显其私权受民法保护的属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格权不

是民事权利，理论上将人格权作为民事权利的一种而将人格权和财产权并列，本身也是不严谨的。人

格权的民法表达有必要对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予以重新排列，不再把姓名权、肖像权作为具体人格

权，姓名权、肖像权不应当继续留在人格权阵营中。以民事权利定性的姓名权、肖像权，与以自然人的

固有人格利益为本体的人格权相比，几乎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人格魅力。民法理论上所称法定化的“具

体人格权”，以姓名权和肖像权为典型，实为一种无形财产权，但又因其涉及自然人的人格利益，有学

说称其为“人格财产”。〔39〕 自然人的姓名权和肖像权既非物权亦非债权，不能规定于物权法或债权法

中，较适合原则规定于“民法总则”有关自然人的章节部分，〔40〕或者另行制定专门法律予以全面规定。
除此以外，人格利益因外化为权利客体者，不限于姓名和肖像，还包括自然人的身体以及身体的

组成部分。自然人的身体以及身体的组成部分，诸如器官、血液、骨髓、组织、精子、卵子等，若其利用

符合公序良俗或社会伦理，可以脱离自然人的人格而独立存在，成为民事权利的客体，〔41〕因此而发生

的权利并非人格权，或为物权或为债权。〔42〕 人格权的专属性，不允许本人对人格权承载的本人身体

利益的处分和抛弃，尽管本人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无限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涉及自然人的身体或身

体的组成部分的利用，不应当表达为人格权规范的内容，亦非人格权的内容的例外; 依法利用身体或

身体的组成部分，属于财产权法的规范内容。这就是说，当人格利益外化为权利客体时，民事主体如

何实现对这些利益的支配，不是通过“人格权法”来完成的，多是通过其他的专门法律( 如涉及知识产

权、人体试验、器官移植、商业秘密、反不正当竞争等法律) 来完成的。
在私法领域内，人格权维系个人与个人相互间的平等和有尊严的法律地位的基本价值或公共秩

序。人格权的民法表达可以是原则性的，也可以是具体的，如何表达取决于立法者对自然人的固有人

格利益的选择。人格权的民法表达，不以将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民事权利化”为必要，而是将其作

为民法上的公共秩序予以贯彻，并将不得转让、处分、抛弃人格权的民法限制措施规定为人格权的内

容。人格权的民法表达方式，不以民法典对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予以明文规定为限，在民法典的规

定外，还有法理、习惯甚至裁判解释( 包括司法解释) 亦可将民法典未规定的人格利益纳入受民法保护

的“民事权益”之范围。宪法或者其他法律规定的受保护的人格利益，可以作为解释某种人格利益受

民法保护的依据。〔43〕

人格权的民法表达并没有使得人格权规范在各国民法典的结构上获得与物权、债权以及亲属权

之相同的独立地位，即人格权规范在民法典分则中独立成编。无论以“立法者不重视对人格的保护”
或以“人格权与主体密不可分，故在主体制度中予以规定更为科学”等进行解释都很难有说服力。〔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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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传法:《人格财产及其法律意义》，载《法商研究》2015 年第 2 期。
参见课题组负责人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 第二版) ，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 页。
自然人的器官、血液、骨髓、组织、精子、卵子等，以不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为限，可以成为民事权利的客体。参见课题组负

责人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 第二版) ，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9 页。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人体、人体各部分可以作为财产权利的标的。参见课题组负责人梁慧星: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 第二

版) ，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第 4 页。
参见张千帆:《论宪法效力的界定及其对私法的影响》，载《比较法研究》2004 年第 2 期。
尹田:《论人格权的本质———兼论我国民法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载《法学研究》2003 年第 4 期。



同样，在民法典中将人格权规范“独立成编”，就能更好地实现民事主体的人格权的保护，〔45〕也是一个

未知数。在民法的结构体系上，人格权规范之所以不能像物权、债权、亲属权那样自成体系，主要还是

因为缺乏将人格权规定为民事权利( 主观权利) 的手段和条件，以及人格权受妨碍时的救济不具有独

特性和多样性，在已有的民法典结构体系中难以为人格权规范找到合适的发挥作用的空间，更不能为

救济人格权受到妨碍时提供不同于民法规定的侵权责任救济的其他方法。人格权规范在我国民法典

中应否“独立成编”，不应当成为人格权的民法表达的核心问题。我国民法理论应当更多地关注人格

权的民法表达之科学性和技术性，如人格权的必要特征、人格权的类型化及边界、人格权与民事权利

的划界等问题。

四、法人人格权的民法表达之检讨

我国民法理论将法人的民事权利区分为法人财产权和法人人格权。〔46〕 除法人的名称权和名誉

权外，法人人格权还包括法人的信用权和荣誉权。〔47〕 法人人格权产生于民法立法的实践和经验。〔48〕

世界范围内的民事立法实践，是否为法人人格权的存在提供了立法例依据，并不能十分确定。因

为人格权概念的不确定性，民法典不仅没有使用人格权来表达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更不会轻易用

人格权来表达法人所享有的权利。因此，民法典中的人格权规范碎片化难以推导出法人人格权的存

在，民法典中常有“法人不得享有专属于自然人的权利”之表达，也不能由此推断法人享有的名称权和

名誉权( 商誉权) 同质于人格权。法人人格权，如同前文所讨论过的人格权，更多地是一种理论上的提

法，以法人人格权简单概括法人享有的名称权和名誉权。这里应当注意，《乌克兰民法典》将自然人的

人格权集中规定而“独立成编”，其法典“第二编”使用“自然人的人身非财产权利”作为编名，并对自

然人享有的“人身非财产权利”及其类型化作出了规定; 但该法典“第一编”总则部分在规定法人的商

誉、秘密和其他非财产权利时，使用了与该法典“第二编”专属于自然人的“人身非财产权利”相同的

表述，即法人享有“人身非财产权利”。〔49〕《乌克兰民法典》的上述规定或许可以作为民法承认法人享

有人格权的依据。
法人人格权是我国民法理论上极具特色的话题。“法人人格权是以经营自由、平等与安全为中心

确立的权利。”〔50〕这个话题源自我国民法学者对《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名称权、名誉权和荣誉权的定

性解释，即法人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权。法人有其独立人格，能担当社会作用，具有社

会价值。法人的名称权和名誉权与法人的主体本身具有密切的联系，民法学说及判例相继肯定法人

有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法人名称权和名誉权具有财产和人格双重属性，与自然人的人格权因商

品化而产生的财产与人格双重属性有共同点，均为内涵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民事权利。民法规定

法人人格权是保护法人人格独立的无形财产利益的需要。〔51〕

学者起草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无例外地将法人享有的名称权和名誉权表述为法人人格权，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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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利明:《我国民法典中的人格权制度的构建》，载《法学家》2003 年第 4 期; 曹险峰: 《论德国民法中的人、人格与人格

权———兼论我国民法典的应然立场》，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 年第 4 期; 曾凡昌:《西方人格权发展的历史线索及其启示》，载

《现代法学》2011 年第 2 期。
参见马俊驹:《法人制度的基本理论和立法问题之探讨( 下) 》，载《法学评论》2004 年第 6 期。
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7 － 51 页。
参见马俊驹:《法人制度的基本理论和立法问题之探讨( 下) 》，载《法学评论》2004 年第 6 期。
参见《乌克兰民法典》第 70 条。
许中缘、颜克云:《论法人名誉权、法人人格权与我国民法典》，载《法学杂志》2016 年第 4 期。
参见冉克平:《人格与人格权基本问题研究》，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 12 辑，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12 月版。



于自然人享有的人格权。王利明先生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将人格权的主体表述为自

然人和法人，故法人享有人格权，法人人格权包括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信用权和荣誉权。〔52〕 梁慧

星先生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在“民法总则”中的自然人章节明文规定了自然人的一

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 在其后的法人一章中明文规定法人享有名称权 ( 第 68 条) 和名誉权( 第 69
条) ，在法人的名称权和名誉权同人格权之间没有技术上的规范联络，但立法理由仍然将法人的名称

权和名誉权表述为人格权。〔53〕

我国也有学者否认法人人格权，认为人格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专属于自然人，不存在法人有无

人格权的问题。现代各国不断强化人格权保护的立法和司法措施，均以自然人的人格权保护为目标，

而同样具有法律人格的团体，在人格权保护运动中则不被关注。法人具有人格，但这不是法人取得人

格权的理由，法人的人格是用作区分法人团体有无民法上独立财产主体地位的纯法律技术工具，既无

社会政治性，亦无伦理性，没有为法人创设以保护自然人的人格不可或缺的伦理性要素的人格权之条

件。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等权利无精神利益，实质上是一种财产权，且不具有专属性，并非为法人的

人格存在之必须。〔54〕

人格权在历史上仅是针对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而产生的民法保护问题，与法人本来没有关系。
法人本体是法律拟制的，其所有的权利均是法律赋予或规定的。所以，法人的独立人格( 主体地位) 以

及其享有的权利，即便是非物质性的权利，也不可能是法人固有的权利。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 商誉

权) 和信誉权，即使民法将之规定为民事权利，也不是专属于法人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恰恰应当是法人

的独立财产的组成部分，构成法人营业的基础和获取利益的手段，可以由法人予以处分而成为交易的

标的，与法人的独立人格分离。“对法人人格的理解，只能局限于财产支配与财产交换领域，绝对不能

超越这一领域，认为法人人格在经济生活之外还具有其他更为重要的社会意义。”〔55〕与此不同的是，

人格权为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本质上属于公共秩序而非民事权利; 对专属于自然人的人格利益，

法人不得享有。“法人人格不同于自然人人格，法人人格权也不同于自然人人格权。”〔56〕因此，法人人

格权与人格权具有本质上的差异，不可以相提并论。自然人的姓名权和肖像权，因不具有专属性而失

去了人格权的品格，法人的名称权和名誉权本身就不具有人格权的品格。
人身权利( 人格权) 和财产权利的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不能作绝对的理解，更不能推演出这种

区分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民事主体。严格地说，人格权是专属于自然人的权利，法人不得享有，财产权

利则没有这样的限制。法人的名称权和名誉权可以转让，表明其并不具有人格权的专属性，便不能称

之为人格权。以“相对专属性”替代人格权的专属性，似乎具有缓和人格权的专属性之效用，但二者的

意义并不相同，以“相对专属性”解释人格权的专属性，无异于否定人格权。对于法人而言，因其名称、
信誉所附带的利益究竟为人格利益抑或财产利益，因为不具有专属性而在利益保护机制的选择上，无

法与人格权的保护制度相提并论。人格权为自然人的固有权利，而法人所得以享有的权利，没有一项

可以说是法人固有的权利。在这一点上，人格权就不能对应于财产权利，后者是自然人和法人均可以

享有的权利。况且，法人所享有的“名称权、名誉权”等民事权利，内涵具体确定，边界清晰，将其纳入

人格权的范畴，将使原本确定的民事权利被概念不确定的人格权所包括，这并不利于法人名称权和名

誉权的规范解释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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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3 － 51 页。
参见课题组负责人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 总则编》，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48 － 149 页。
参见尹田:《论法人人格权》，载《法学研究》2004 年第 4 期。
尹田:《论一般人格权》，载《法律科学》2002 年第 4 期。
马俊驹:《法人制度的基本理论和立法问题之探讨( 下) 》，载《法学评论》2004 年第 6 期。



人格权的民法表达应当围绕受民法保护的权利或利益的必要特征及其目的展开，因其内涵的社

会伦理因素而受限于自然人。民事主体的不同决定其所享有的权利或者利益不同的民法表达方式。
专属于自然人的人格权，不得由法人享有，这是民法法典化讲究科学性与技术性的基本要求。在民法

典的结构上，将法人的名称权和名誉权并入人格权而一同表达，无异于混淆法人的名称权和名誉权与

人格权之间存在的彼此区别的必要特征。在不得不接受已经混淆的情形下，民法中的人格权规范如

何科学地区别对待法人和自然人，问题可能更为复杂。例如，法人有名称权和名誉权，但法人具有的

独立人格使其有理由取得较名称权和名誉权在价值判断上更具优势的“平等”、“自由”等非财产性利

益，民法又当如何表达，估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难以给出结论。〔57〕 法人人格和自然人人格存在本

质的差异，法人人格和自然人人格的法律价值固然不同，“平等”、“自由”等抽象利益赋予法人一般人

格权，不存在任何民法价值，更会造成自然人和法人的人格在理论上的混淆，以致会造成实务上的

问题。〔58〕

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法人人格权与人格权在本质上有所不同，还是要将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
科学发现权、商事人格权等“财产性权利”称为人格权，多少有些不合逻辑; 特别是，非要将法人的名

称、名誉等利益等同于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也没有充分的理由。我国民法理论将法人的名称权和

名誉权纳入人格权保护的制度体系，多少是让人困惑的。将法人人格权纳入人格权保护的框架中，至

少可以增加人格权规范体系化发展的话语权。“法人人格权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到目前为止，一些国

家的民事立法已经把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营业秘密等列入到法人的人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法

人的人格权已经开始逐步实现从个别人格权到一般人格权的转变。”〔59〕因此，法人人格权的提出没有

挑战人格权概念的不确定性，反而显著扩张了人格权的范围。法人有无人格权之争，表面上看是对人

格权的范围之争，实质上则是在争取人格权的民法表达方法。为了“人格权法”在民法典中“独立成

编”，极有必要将人格权由自然人扩张到法人，以维持人格权规范的体系完整性。“法人人格权规范以

及体系建构，是我国人格权法独立成编所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失去了法人人格权的存在，人格

权法独立成编也就丧失了规范的基础。”〔60〕如果为了人格权规范的独立成编而不顾人格权概念既有

的不确定性，非要将法人所享有的名称权、名誉权( 商誉) 、信用权、荣誉权，〔61〕以及还有什么“法人的

一般人格权”、“商业信息权”，与人格权进行同质化处理而在民法典中作相对独立的规定，势必促使人

格权的民法表达更加混乱，最终会导致民法权利制度的结构紊乱和法律适用障碍。我国人格权法应

当如何发展，尤其是可否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与法人的名称权和名誉权是否属于人格权无关。
基于前文民法所表达的人格权之必要特征以及人格权的民法表达方法，法人人格权实在没有理

由继续留在人格权阵营中。法人的名称权和名誉权本质上为财产权，不仅有别于自然人的固有人格

利益，而且也不同于自然人的姓名权，这些民事权利之间也缺乏建立彼此联络的制度基础，非要将它

们集中起来而作统一规定，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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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法人人格权的构造而言，王利明先生提出了法人的一般人格权构想。法人的一般人格权高度抽象与概括，为一种渊源权，可

以从中引出各种具体的人格权，其客体是民法所保护的法人在社会关系中所享有的法人人格独立与人格平等的人格利益。参

见王利明:《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 页。但是，王利明先生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对法人的一般

人格权未有任何尝试，只规定了自然人的一般人格权。参见王利明主编: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3 页。
参见尹田:《论一般人格权》，载《法律科学》2002 年第 4 期。
马骏驹、余延满:《试论法人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 年第 4 期。
许中缘、颜克云:《论法人名誉权、法人人格权与我国民法典》，载《法学杂志》2016 年第 4 期。
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3 页。



五、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之思考路径

在大陆法系的民法上，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起始于民法典对姓名权、肖像权的民事权利构造，

演化的高潮为“人格权的商品化”理论或者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引发的“造权”运动。而“法人人格

权”命题的加入，又从外围助推了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这个现象。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与人格

权的民法表达之间是什么关系?

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是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因为商业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伦理的变迁而

外化或部分外化为民事权利可以支配的客体后所发生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之法律现象。对于

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我国学者提出了“商事人格权”、〔62〕“真人形象权”、〔63〕“人格标识商品化

权”、〔64〕“人格权的商品化”、〔65〕“人格派生财产权”、〔66〕“人格符号财产权”〔67〕以及“人格商业化利用

权”〔68〕等许多观点，其中最有影响的说法是“人格权的商品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观念的转变，自然人的固有或衍生的人格利益被商业化利

用的现象日益普遍和复杂。有学者断言，人格权的商品化使人格权与其主体分离，人格权的专属性日

渐模糊，部分人格权的权能可以授权给他人使用，可以是具有财产价值属性的排他性权利。人格权的

商品化是人格权在市场经济中的必然发展，是人文主义理念和市场经济发展相结合的产物。除了生

命、健康、自由等权利之外，几乎其他所有的人格权都可以商品化。〔69〕 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并未颠

覆人格权的权利属性，可以通过扩充人格权内涵的方式对商业化利用现象加以统摄。在人格权的范

围内，以“人格权法”制度调整人格权或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人格权的商品化并没有产生一种特

殊的权利，只是某些人格权的权能，特别是其利用权能发生了扩张。〔70〕 例如，自然人的身体权具有自

行处分或者允许他人处分自己的身体及其部分的权能，由此而发生的人体器官捐献、遗体捐献、遗体

解剖、医疗检查和保健、人体试验属于人格权的权能之组成部分。〔71〕

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被解释为人格权的权能扩张，系民法学者在理论上善意维持其人格权领

地不受冲击的本能之举。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反映了人格要素作为稀缺资源在经济上的可利用

性，也反映了社会经济变迁的事实。其危险性在于，由于没有厘清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关系，颠覆了人

们对人格权的传统观念，动摇了人们对人格权原有的逻辑判断和价值判断”。〔72〕 人格权问题本来就

是一个人云亦云而难以说清楚的法律问题，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当人们对于人格权概念的不确定

性尚未达成共识的情形下，又产生了如此众多的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问题，如何面对自然会有困

惑。“权能扩张的理论虽然可以将商业化利用涵摄于人格权的概念内涵之下，进而清理了概念上的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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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程合红:《商事人格权刍议》，载《中国法学》2000 年第 5 期。
参见郑成思:《商品化权刍议》，载《中华商标》1996 年第 2 期。
参见刘春霖:《商品化权论》，载《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年第 4 期。商品化权是一种通过人格的符号语言固定

化或者“物化”的权利，强调的是人格力量通过这些符号因素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和吸引力，并非是人格因素的权利，而是人格因

素符号化后的有关符号价值的权利。
参见王利明:《试论人格权的新发展》，载《法商研究》2006 年第 5 期。
参见隋彭生:《人格派生财产权初探》，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5 期。
参见王坤:《人格符号财产权制度的建构及其法律意义》，载《浙江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1 期。
参见刘召成:《人格商业化利用权的教义学构造》，载《清华法学》2014 年第 3 期。
参见王利明:《试论人格权的新发展》，载《法商研究》2006 年第 5 期。
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82 页。
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5 － 46 页。
隋彭生:《人格派生财产权初探》，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5 期。



芜，却未能终结权利性质之争，反而是直接将之引向了人格权本身: 既然商业化利用中权利人经济利

益的来源是人格权权能实现的结果，那是否意味着人格权本身便包含着直接的财产内容? 包含了财

产性利益且可以明码标价进行商事交易的人格权是否应该继续居留在非财产权的家族之中?”〔73〕已

如前述，人格权有区别于民事权利的必要特征，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并不具有改变人格权所具有的

这些特征的效果，至于其是否产生新的民事权利，对人格权的民法表达也不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就

如同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的最原始形式姓名权和肖像权的出现没有动摇人格权的民法表达一样。
围绕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是否产生了新类型的民事权利，已有太多的论述发表，无需赘言。但

有一点我们应有所认识，那就是人格权的专属性足以阻却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这就是说，人格利益

的商业化利用不是在人格权的范畴内发生的，这种现象的出现更有助于我们划清人格权与人格利益

商业化利用的边界。人格权具有专属性，即人格权不得转让、处分、抛弃以及继承。人格权的专属性

排斥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 而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以权利主体与人格权的分离为基础，与权利主体无

法分离的人格权，何以能够实现商业化利用? 故提出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这个命题本身就违反人格

权的专属性特征，不符合人格权的民法表达的基本要义。民事主体之所以能够许可他人对自己的某

些人格利益进行商业化利用，以其对这些人格利益所享有的权利在本质上为财产性权利作为条件。
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实际上是在人格权之外，借助民事权利法定的制度工具将部分人格利益外化

为“权利客体”，使这些人格利益与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发生分离，以实现自然人对这些人格利益的

处分。因为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所产生的权利，如“基于商业上的名誉产生了商誉权，对姓名、肖

像、形体的商业利用产生了形象权”，是区别于人格权的特殊财产权。〔74〕 总之，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

用虽与人格权有一定的关联，但不属于人格权规范所要面对的问题，而是其他民法制度所要处理的问

题。在人格权的范畴之外讨论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能够“避免人格权搭载过多的财产权内容，维

持民法体系的安定”。〔75〕

对于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现象，如果要找出这些现象与人格权的区别，或者凸显与人格权的区

别性特征，各种说法或主张都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有一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人格利益

的商业化利用是否必须以人格权作为制度基础? 我国民法学者多以肯定回答的立场对待这个问题，

即人格利益的商业化以民事主体的人格权作为基础，应以人格权的制度体系对待人格利益的商业化

应用，故称其为“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76〕 这一现象是引起争论或者混乱的节点。这些不同的说法

“虽然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区分的某些方面，但大多是表象层面的。缺乏对权利本

质的把握，而仅以二者表现出的某些差异性作出的判断是缺乏说服力的”。〔77〕

我国学者多认为，人格利益为人格权的客体，以此享有的人格权具有专属性，并有必要建构相应

的制度体系来维护具有专属性的人格权。“各种具体人格权的客体是各种人格要素，如姓名、肖像、隐
私、声音等。这些人格要素依生活观念且经类型化可以区分辨识，因此可以形成相对清晰的权利边

界。”〔78〕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一个结论: 人格利益为人格权的“专属”客体，而不能成为财产权或其他

法律行为( 法律关系) 的客体。例如，人体器官移植问题涉及身体健康权，但人体器官( 人格利益) 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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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辉:《关于人格权性质的再思考》，载《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3 期。
参见吴汉东:《试论人格利益和无形财产利益的权利构造———以法人人格权为研究对象》，载《法商研究》201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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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成为债权的客体，这显然不是“身体健康权”的商业化问题，充其量会发生人体器官( 人格利益)

的商业化利用是否与自然人对其身体所享有的身体健康权的专属性发生冲突的问题。在社会伦理的

价值判断层面，人体器官移植、捐献是被社会伦理和医疗伦理接受的，而围绕器官移植、捐献等所展开

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构并不是身体健康权的自然延伸，也不应当被纳入“人格权”制度体系的范围内。
再者，我国还有学者认为，“人格权的商品化”使得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相互结合起来，从而形成

人格权和财产权的结合状态。在人格权制度范围内解决人格权益中经济价值的法律保护问题，而不

将人格权中的经济价值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进行保护。〔79〕 暂且不论人格权与财产权是否能够结合，

但将人格权的商品化作为人格权具有经济价值的缘由，似乎没有道理; 相反，人格利益本身具有经济

价值，才是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的基础。因此，人格权不具有人身和财产的双重属性，但人格要素

则“具有双重客体的性质”。〔80〕 在这意义上，将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等同于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

本身也是一个逻辑性的错误。当我们认识到人格利益( 人格要素) 具有人身和财产双重属性，也就可

以相应地解释为什么人格利益可以为人格权的客体，亦可以为其他民事权利的客体。人格权法本身

不能对人格利益的财产属性的实现提供积极的帮助，这是民法以外的其他法律如商法、知识产权法等

要完成的任务，以特别的法律行为将人格利益纳入交易标的之范畴而使之成为交易的对象，脱离“人

格权法”的领域而在公序良俗或者人类伦理允许的范围内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人体器官的交易、
人体实验、人寿保险、伤害保险、健康保险等。王泽鉴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表述: 值得注意的是，因社

会经济活动的扩大、科技的发展，特定的人格权( 尤其是姓名权及肖像权) 既已进入市场而商业化，如

作为杂志的封面人物，推销商品或出版写真集等，具有一定经济利益的内涵，应肯定其具有财产权的

性质。〔81〕 所以，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不应当在人格权的制度框架下进行讨论。
因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而出现的权利或利益，只能沿着人格权的权能扩张或自然延伸的路径

来思考和解决问题，本身就是令人怀疑的。许多学者在讨论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时，都先以人格权

的商业化利用定性，然后再来讨论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所面对的问题，其结果无非就是不断缓和人

格权的必要特征，将人格权的必要特征相对化，同时极力扩张人格权发生作用的边界。在这样的逻辑

思维之下，人们不去思考而且不敢承认这样的事实: 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结果会导致人格权与财产

权的分野更加明确，作为财产权的“某些具体人格权”( 包括那些被称为“权能扩张”的人格权) 已经脱

离了人格权阵营。以下所列现象不存在争议，也有助于证实此种事实的存在: 人格符号或者标识( 例

如肖像、形象、姓名) 的商业化利用所产生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外观设计专利、商业秘密、著作权、商誉

权、“字号”或“商号”权等，均已经成为脱离人格权的无形财产权; 而这些权利与人格权并不发生关

联，在相应的法律制度体系的场景下，人们没有必要而且也不会将上述民事权利与人格权扯上联系。
实际上，在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和人格权之间是可以画出界限的。易言之，人格权为民法典中的人

格权规范问题，应当由民法表达; 但人格利益的权利客体化，使得部分人格利益脱离人格权的范畴而

告别“人格权法”，则应当由其他法律( 包括民法) 来解决由此而出现的问题。人格权本身不存在商业

化利用问题，而能够商业化利用的仅有可以计算的财产权益，例如姓名( 字号或商号) 、肖像( 设计形

象) 、形体、声誉等可以估值的人格利益。
在这个意义上，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只是一种现象，仅仅是借助于民事权利法定的制度工具将

部分人格利益定性为一种财产性的利益或权利而可以成为处分或交易的对象; 如果非要将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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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格权挂钩，那也只能说是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是否与人格权( 公共秩序) 发生冲突。在人格权

规范的框架下，不存在人格权自身的商业化利用。有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与其说人格权有人

身和财产双重性质，不如说某些人格要素( 客体) 具有人身和财产双重性质”，“某些人格要素具有双

重客体的性质。所谓商品化，只能是客体的商品化，而决不能是人格权的商品化”。〔82〕 尽管有学者将

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作为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一个重要理由，〔83〕但是，人格权与人格利益( 人格

要素) 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异，人格权不等于人格利益，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亦非人格权的商业化利

用，更不会产生人格权。“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表象上极大地扩张了人格权的阵营，但其有违逻辑的

思考路径没有实践基础，规范的科学性明显不足。这个命题对于发展人格权及其保护的民法制度并

无帮助。

六、结论: 人格权的民法表达之起点与归宿

人格权为一种原始的权利，是自然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被当作自然人的固有权利。人格权的专属

性为人格权的首要性质，人格权作为整体由权利人专有，不得转让、抛弃或者继承，也不受他人的非法

限制，不可与民事主体的人身相分离。抛弃、转让或者处分人格权的行为，属于无效行为。〔84〕 这样，

人格权被表述为自然人固有和专属的权利，且不具有支配性而区别于民法规定的民事权利。人格权

的民法表达，不应当受民事权利( 主观权利) 的结构和观念的影响，应当以人格权概念的不确定性为起

点，由此决定人格权规范在民法典中的独特地位，不以“独立成编”而是以规范碎片化的方式，科学地

实现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的民法表达。
人格权的民法表达以将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纳入民法保护的领域为己任，并坚持人格权的公

共秩序属性，以阻止意思自治对人格权规范所可能造成的解构。这样，法人人格权在民法表达上就不

再属于人格权的一种类型。当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以私权受民法保护的方式进入民事权利体系，

人格权与民事权利的区别性特征就会凸显出来，民法典不可能再以民事权利的结构和观念来表达人

格权的内容，通过人格权规范有无可能建构一种不同于民事权利的必要规则和制度，就成为人格权的

民法表达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人格权的公共秩序本质，使其在民法上相对于权利人而言成为一种不

具有支配性的消极权利，人格权的民法表达则要更多地反映稳定人格权状态的特有内容，即人格权的

固有性、专有性和排除妨碍性。因此，人格权的民法表达不仅要使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成为受民法

保护的“民事权益”，而且最为重要的功能则在于维护这种人格权的稳定状态，防止任何妨碍人格权的

行为发生。人格权概念的不确定性，并不影响民法典对人格权予以类型化处理，给已经发现或识别的

自然人的具体人格利益划分出相对清晰的边界，以消除人格权的内容与范围在具体人格权上的不清

晰状态，为人格权的保护提供可预期性。人格权概念的不确定性使其成为受民法保护的具有开放性

品格的私权，不能使用民事权利法定主义的工具以固定人格权的整体内容，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一般

人格权就是必要的手段。因此，人格权的民法表达可以是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的结合。但这里

要注意的是，自然人的人格利益因为伦理价值的评价而外化为权利客体的，由此形成的以特定人格利

益为客体的权利，就已经脱离人格权的射程。民法规定的姓名权、肖像权以及以后还有机会被发现和

确定的其他民事权利，则应当由民法典建构的民事权利体系制度或者其他私法制度加以规范。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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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人格权的民法表达应当区别人格权与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民事权利，如姓名权、肖像权，不再以

人格权规范评价或调整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民事权利，而将后者按照民事权利的制度逻辑予以规范

和发展。
民法固有的体系化逻辑轻视人格权规范的碎片化，未充分认识民法典中的人格权规范碎片化，在

将概念不确定的人格权纳入受民法保护的“民事权益”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人们试图以规范体

系化或“独立成编”的“人格权法”来实现人格权的民法表达，在人格权的固有性和专属性上一再退

让，希望以人格权的专属性相对化来重新定义或表达人格权，这加剧了对人格权的模糊认识。因为人

格权的民法表达没有坚持人格权专属于自然人这一历史逻辑，法人人格权又强势闯入了人格权领域。
所有这些不是推动了我国“人格权法”的发展，而是严重影响了“人格权法”的生存环境与科学发展。

人格权的民法表达是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在民法上获得无限发展的基础，但其绝不是限制自

然人实现人格利益无限发展的手段，更不是可以规范所有人格利益的制度工具。人格权的民法表达

不要试图去解决所有与人格利益有关的“私权”归属和变动问题。如今我国民法理论讨论的人格权就

如同一张蜘蛛网，网了不少“权利”，但总有一些道不清也说不明的现象存在，还真的有些像一位法国

学者评价法国的人格权民法理论那样:“人格权这个领域曾是‘民法学上最荒谬的理论’之一，在该理

论中他只看到了‘由毫无节制的想象所设计的有名无实的权利’。”〔85〕人格权的民法表达需要坚持人

格权的必要特征，并清晰地展现出以下的制度逻辑: 当自然人在发展或利用其人格利益的时候，其不

是在行使什么人格权，而是在借助民法表达的民事权利工具或者其他私法制度，在行使其依法可以行

使的民事权利。那么，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问题，自然不属于“人格权法”的问题。

Ｒe－discussion on Personality Ｒight Express in Civil Law
Zou Hailin

Abstract: The uncertainty of the personality right has produced continuous and material influences
on the express of personality right in civil law． In the code of civil law，the personality right express in
the way of segments，not an independent Book should be deemed as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method to
describe the personality right which lacks definitive contents and certain scope． The personality right
express in civil law is not to systemize the provisions of personality right and to transform the personality
right into civil rights，but only to make the innate personal interests of natural person into“civil rights
and interests”to be protected by civil law． Innateness，uniqueness and exclusiveness of personality right
should be explicitly expressed in civil law． As civil rights are provided by civil law，the rights of name
and portrait without uniqueness as well as the personal non － property rights of legal person without
innateness，should not be deemed as personality right． In addition，the use of personality interests in
commerce is not definitely related to the personality right，and the personality right express in civil law
should not get involved in all the matters arising from personality interests．

Keywords: personality right; express in civil law; personality interests; civil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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